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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提升科技企业绩效路径，采用文献综述和问卷调查法，以中国京津冀区域科技企业为例，对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对科技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重点考察员工自愿离职的中介作用和企业所有制类型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对科技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部分通过员工自愿离职的中介作用产生影响；私营企业的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自愿离职的负向作用比国有企业显著更强，进一步，企业所有制调节了自愿离职在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科技企业绩效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即在私营企业中该中介效应更强。

关键词：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科技企业绩效；自愿离职；中介效应；企业所有制；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7695（2020）08-0000-00 
High Commitment Human Resource Practi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 Performance:
 Regulated Mediation Model
Chen Xiaoping1, Xiao Mingzheng2
（1.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2.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way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this paper us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aking the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high commitment human resource practi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and to focus on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separation of employees and the regulatory effects of enterprise ownership type.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show that high commitment human resource practi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y enterprises, and partly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voluntary employee turnover; the negative effect of high commitment human resource practice in private enterprises on employee voluntary separation i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a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urther, corporate ownership regulates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voluntary separation between high commitment human resource practic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y enterprises, that is, in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is str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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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对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评论证明，战略实践领域的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尽管支持这种关系的相关研究数量不断增加，但学者需要进一步探索中介机制，以阐明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如何导致更高的公司绩效[2]。建立在越来越严格的方法论基础上的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人力资源系统会影响员工个体、群体和组织的结果[1]，员工个体层面行为代表了一种特殊的、特定的中介机制，将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企业绩效联系起来。中介机制可能因环境而异，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可以通过员工自愿离职行为来研究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公司绩效之间的联系。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早已被提议作为离职的可靠预测因素[3]。2016年，中国的总体离职率平均为20.1％，其中自愿离职是21.6％，而高科技行业的总体离职率为25.1％，与美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企业的员工离职率（约3％）相比，中国科技企业的员工离职比率是美国的8倍；同时，积累的经验证据表明，自愿离职通常会对组织绩效产生负面影响[4]，因此，预测和管理中国科技企业员工自愿离职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关键问题。科技企业员工自愿离职是影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一项个体层面的重要中介要素，研究员工自愿离职的中介作用机制必然具有价值。

尽管大多数战略人力资源管理（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HRM）研究都经常采用普适方法，并侧重人力资源系统的主要影响，但对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文献回顾表明，未来研究的一个肥沃领域【用词搭配不当】是采用情境方法/权变理论来理解人力资源系统何时可能或多或少地有效地发挥作用[5]。鉴于相关研究表明雇佣关系的选择和有效性取决于各种因素[6]，本文测试了在两类不同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即特定类型的雇佣关系）的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企业所有权是企业运营的基础，因此它有能力调节企业人力资源系统的影响[7]。特别是，企业所有权已被确定为包括中国在内等新兴经济体的主要制度因素，因为企业及其员工基于不同的企业所有权而从企业外部（如政府部门）获得不同的待遇[8]。在西方经济体中，大多数企业由公民私人所有而非国家所有；而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中，尽管私营部门已不断增长，但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新兴经济体中，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是两种主要的企业所有制类型，二者具有明显的外部制度保护差异[9]，与私营企业员工相比，国有企业员工可以从更广泛的外部制度环境（例如政府机构）获得更多的就业和平等的权利保护，因此，根据人-组织（person-organization, P-O）拟合理论和SHRM研究，相比国有企业的员工，私营企业的员工更多地依赖于他们体验的公司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HR）系统[10]，即私营企业高承诺人力资源系统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应该更强。本研究是通过实证，检验特定所有制企业的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而不是对整个所有制类型组织的研究。

本研究的目的有3个方面：首先，使用社会交换理论来检验员工自愿离职行为是否能够中介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科技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其次，测试科技企业所有制类型是否会调节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员工自愿离职、科技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拥有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混合体可以检验企业所有权，作为人力资源系统对科技企业绩效影响的边界条件，在这方面中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背景，但并不仅限于中国，因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全球国有企业的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生产总值的10％[11]。第三，在中国的一部分高科技企业中测试这些关系，这些关系以前没有经过检验。本研究通过揭示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如何以总体的员工自愿离职为中介来影响科技企业的组织绩效，并且比较了这一中介作用在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以期推进多层次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和离职理论，这也是西方研究至今仍较为缺乏的方面。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和组织绩效

学者们已经开发了几种分类法，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分为不同的维度[12]——并无实质性引用，例如，Bal等[13]从普适性和权变性角度出发，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分为发展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适应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Gong等[14]基于系统理论开发了维护导向和绩效导向的人力资源系统的分类。在本研究中，我们遵循Jiang等[15]的研究框架，采用最突出的能力-动机-机会（AMO）框架分类法，将人力资源实践分为3个子维度：能力提升人力资源实践（例如严格选择、全面招聘和广泛培训）；提高动机人力资源实践（例如发展绩效评估、基于绩效的薪酬和工作保障）；提高机会的人力资源实践（例如灵活的工作设计、参与决策和信息共享）。

从理论上讲，更加密集地使用这些实践的组织应该能够获得更好的绩效，因为这些实践旨在促使员工实现即时的绩效目标。能力提升人力资源实践可以提高员工完成组织绩效目标所需的能力素质，承诺增强的激励措施激励员工利用他们的技能和自主努力来提升组织的利益，更多地利用高度参与人力资源实践的组织应该具有更高的绩效，因为它们为员工提供了合作以有效解决问题的自由裁量权和机会。

在研究论证上，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人员在组织层面分析人力资源实践对结果的影响，如企业生产率或增长、企业创新绩效、企业绩效[16-18]。在这些文献中存在一种共识，即企业可以管理雇主-雇员关系并通过人力资源实践以承诺导向激励员工[19]。这种承诺型方法强调实施人力资源实践的组合、共同作用，通过使员工的利益与组织的利益保持一致，并创造一种相互促进的高投资的雇主-雇员关系，从而激励员工贡献更高水平的自由决定的行为，从而提升组织绩效。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科技企业的组织绩效显著正相关。

2.2 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和自愿离职

人员离职率普遍被认为是科技企业的显著特征指标之一，实际上，科技企业经常受到高员工离职率的困扰，导致由于招聘和培训新的替代人员而导致高人力成本。Denvir等[20]将劳动力离职定义为组织内人员就业进出的移动，表明离职可以是自愿的或非自愿的。
自愿离职被视为需要关注的管理问题。从社交交换的角度来看，员工通过继续参与组织来响应组织的行动。有实证证据表明，人力资源管理的良好做法可以提高员工保留率：5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有4种与离职意图显著负相关[21]；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显著负向影响雇员离职行为[22]；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能够降低员工的离职意愿[23]；各个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维度聚合而成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显著负向影响员工离职行为[24]。因此可以认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针对员工的需求和愿望，作为向他们发出信号表明组织重视他们的贡献，员工通过留在组织中来作出回应。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经常关注基于资源的观点，意味着员工是价值创造资产，是组织独特竞争优势的来源，他们的保留（以离职率衡量）是关注人力资源实践有效性的研究的核心，因此，组织中的员工自愿离职率是衡量组织实施的人力资源管理质量的重要指标。
尽管人们对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如何影响员工的个人行为持怀疑态度，但是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已被视为离职的预测因素。有实证研究表明，酒店新员工的离职意图与酒店提供的培训密切相关[25]；有效的绩效评估和计划系统有助于员工对公平的看法【毛病语句】，这反过来又鼓励他们考虑留在组织中[26]；薪酬对于减少员工的离职意愿和增加员工保留率至关重要[27]；晋升和员工离职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8]；企业高度参与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员工保留率正相关[29]。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对减少员工离职率非常重要。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和员工自愿离职显著负相关。

2.3 自愿离职和科技企业组织绩效

人力资本理论为解释员工集体自愿离职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角[30]。具体而言，该理论假设组织用新员工取代了自愿离职的员工，但与离职的在职人员相比，替代员工最初可能缺乏与任务相关的工作流程和技能的隐性知识[31]。也就是说，虽然新员工可能已经拥有与已离职员工相当的人力资本，但他们通常必须需要时间获得有价值的技能和知识以促进组织绩效[32]。考虑到积累人力资本的路径依赖性，Ployhart等[33]指出，试图快速建立人力资本不可能再生产同样的价值，因为这个资本需要花很长时间才建立的。这意味着当一个组织经历高水平的员工自愿离职时，劳动力拥有的足够数量的关键知识、技能和能力可能会丢失，而这种组织特定的人力资本的损失可能会降低组织绩效。实际上，大多数经验证据支持人力资本理论，指出企业自愿离职率的增加与客户服务质量、销售增长和财务利润呈负相关[31-34]；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离职率显著负向影响基金绩效[35]；创业板高管离职率与上市公司的绩效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36]。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自愿离职率与科技企业的组织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2.4  自愿离职的中介作用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一个假设是承诺型人力资源实践会间接影响企业绩效。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对自愿离职发挥重要作用，自愿离职又对组织绩效产生显著负相应，可见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有助于降低自愿离职，而这些自愿离职对组织绩效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认为，自愿离职在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和组织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有实证研究得出自愿离职的中介作用的结论，例如研究发现垂直和平行薪酬差异都将通过副总经理主动离职率的中介作用显著地间接负向影响公司绩效[37]。然而，承诺型人力资源实践也可能以其他方式影响组织业绩[38]，如人力资源实践通过吸引或发展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和激励员工来影响组织绩效[3]。因此，我们预测自愿离职只会部分地中介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相关研究也发现，自愿离职在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和组织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39-40]。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自愿离职可以部分中介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科技企业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

2.5 所有制的调节作用

所有制类型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结果，反映了动态和不确定的制度转型期的组织多样性 [41]，然而，大多数先前研究只关注一种类型企业，因此未能捕捉到不同类型组织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比较。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本研究主要关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比较分析。不同所有制类型使企业面临不同的制度约束和竞争优势[42]。
中国的国有企业往往表现出相对相似的组织结构和流程，它们庞大而复杂，通常充满各种资源[41]。虽然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与效率低下有关，但国有企业通常拥有充足资源，并且往往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43]；此外，银行更有可能向通常已经拥有大量的诸如现金、原材料和人力资源等资源的国有企业提供贷款[44]。因此，尽管关于国有企业资源配置的决策往往效率较低，但国有企业的业绩可能不会受到人力资源管理或者员工自愿离职等因素的闲置的显著影响。相关这些研究将离职的预测因子分类为员工人口统计变量、目前的工作条件、组织和外部环境[45]。因为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的政府资源支持，从而可能有更多资源来改善员工的工作条件、组织和外部环境，导致员工自愿离职受到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的影响较少。
对于私营企业，在转型经济中其生命周期较短，在竞争日益激烈市场中的运营处于预算紧张状态[46]；由于缺乏成熟的法律、官方规则和商业惯例，中国私营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还不够理想[47]，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保护，政府就容易歧视私营企业，使其受到税收和资产扣押等不公平待遇以提高当地财政收入；由于在政府优先级列表中排名底部，私营企业通常只能获得有限的资源[44]；私营企业往往需要少花钱多办事。在此不利制度环境中，私营企业往往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46]，因此相比之下，私营企业的组织绩效更多依赖于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员工保留率等内部环境，同时自愿离职率受到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等环境影响更多。

在实证研究中，国内一些学者也对企业所有制类型的调节作用做了深入研究，例如有研究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程度比国有上市公司要强[48]。结合上述关于这两种企业类型的推理，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5：所有制类型对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自愿离职、组织绩效之间关系发挥调节作用。具体来说：
H5a：国有企业的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比私营企业要弱。
H5b：国有企业的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对自愿离职的影响比私营企业要弱。
H5c：国有企业的自愿离职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比私营企业要弱。
2.6 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构建

基于前文论述，本文构建了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自愿离职与科技企业的组织绩效、企业所有制类型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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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本文的研究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调研样本和研究程序
    文内有关调研对象样本数据以及调研情况的描述较为混乱，请注意梳理核实确认！比如500/412家企业？15/1 000/2 229人？是否有试点调研？
本文以中国京津冀区域的500家科技企业为研究对象，在相关政府机构的支持和帮助下进行了此次调查研究。为了获得样本信息，在对现有文献进行审查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套调查问卷：A卷主要调研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的感知评价；B卷则收集样本企业的绩效目标达成情况、员工自愿离职等方面信息。成立了一个由5名学术专家组成的小组，负责编辑和改进问卷中的项目；专家详细审阅了问卷中每个提出的问题，以便受访者能够清楚地理解它们，然后将他们的建议纳入调查问卷的最终版本。
依据Collins等[49]的观点，我们要求参与调查企业的高级人力资源主管从他们的研发部门中随机选择，提供一份共有15名核心知识员工的名单，并提供这些员工的电子邮件地址，通过这15位核心知识员工进行试点研究【？】。我们提供了核心知识员工的定义，即对企业的知识创造和创新发展至关重要的人员[49]。在研究企业的创新绩效时，学者倾向于关注核心知识员工，核心知识员工对于企业创新是最重要的员工，因此最有意义和值得研究[50]。

调研过程历时一年，包括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运用A卷于当年年初执行了一项在线调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链接），向1 000名核心知识型员工调查他们体验的高承诺人力资源系统（即根据自己的经验评价HR实践）和人口统计学信息，共有来自412家企业的2 229人回复了我们的调查，其中36％是工程师、22％是软件开发人员、19％是科研人员、15％是技术顾问、8％是项目经理，这表明参与调研的样本从事与知识创造直接相关的工作。在第二阶段，运用B卷于当年年末联系了412家企业的高级人力资源主管，以获取当年企业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员工自愿离职等数据。最终有329家企业（包括154家国有企业和175家私营企业）反馈了数据。

经过两个阶段的数据收集工作，本研究最终形成了329个配对研究样本（以下简称样本）。其中，A卷收集的数据以一家企业的多位员工代表填写问卷的平均值作为该企业的数据结果；B卷收集的数据则以每位高级人力资源主管的数据代表该企业的数据。

3.2 变量测量

3.2.1   因变量——感知的组织绩效
我们参考已有的企业绩效感知度量方法来衡量感知的组织绩效[51]。研究表明，感知的组织绩效度量与客观的组织绩效度量指标显著相关，并且在没有外部测量时是合适的。为了实现组织绩效测量的可操作化，本文采用前人测量绩效的量表设置了3项指标，分别为开发新产品或新服务所需的时间目标、单位内部管理改进目标、单位财务（或经费管理）绩效目标。因为本研究是分析对组织层面绩效影响，所以以3个指标值的平均数来代表组织层面的感知绩效。受访者根据自身体验，用以下评价尺度判断各项指标的达成情况：（1）远低于预期水平；（2）中度低于预期水平；（3）达到预期水平；（4）中度高于预期水平；（5）远高于预期水平；（6）不可获取。本研究中该指标的测量显示出良好的可靠性（α=0.841）。

3.2.2   自变量——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
以往的研究中使用的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评价指标各不相同，但通常都侧重于招聘和选拔、培训、薪酬、绩效管理、工作设计等实践，这是本研究的重点[49]。此外，我们在试点研究期间根据对企业人力资源经理或首席执行官的访谈选择了具体项目。具体来说，我们调整了Delery等[38]的测量项目，询问了来自高科技企业的8位人力资源经理，他们与我们样本中的人力资源经理一样【表意不明】，评估了我们开发的调查项目的措辞和适当性。对这8位人力资源经理要求评估他或她对企业使用各种人力资源实践来管理类似于已确定的【何意？】知识工作者的同意的程度，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总体而言，我们使用了代表3个子维度的13个项目来衡量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

（1）5个项目评估提升能力的人力资源实践（α= 0.869）。具体有：企业在员工培训和发展上投入了很多资源；企业向员工提供培训来提高员工的人际技能；新员工入职时会参加引导方向性的培训，以便学习企业文化、价值观；许多员工通过换岗从事一系列不同职位任务，帮助其为完成未来任务做好准备；我们做了很多跨岗位培训，让员工熟悉不同职位，在需要时能替补其他人。
（2）5个项目评估增强动机的人力资源实践（α= 0.798）。具体有：企业尽力让同一岗位上绩效好和绩效差的员工保持较大薪酬差异；企业努力确保员工薪酬能与他们为另一家企业工作的薪酬相媲美；企业员工的薪酬和其个人绩效或者其所在团队绩效紧密相关；企业用职位评价方法（如记点法）设计大多数岗位的薪资级别和范围；员工的财务参与非常广泛(如收益分享、利润分享、员工所有权等)。
（3）3个项目评估增强机会的人力资源实践（α= 0.742）。具体有：企业期望员工在工作上主动创新，并且能作出自己的判断；员工经常在自我领导与自我管理的团队中工作；企业广泛地与员工分享单位的财务和/或者绩效数据。
我们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表明3因子模型达到了可接受的数据拟合标准（x2=180.983，df=62，IFI=0.91，CFI=0.92，RMSEA=0.076）。因为本研究是分析员工对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整体看法的作用，所以对各维度的13个项目的得分值进行整体平均来代表组织层面的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
3.2.3 中介变量——员工自愿离职
根据第二阶段调查中高级人力资源主管提供的企业档案数据和调查数据，本文构建了一个员工自愿离职的衡量标准。对于每个企业，高级人力资源主管被问到：“在过去的12个月中，单位有多少员工自愿退出或离开？”为确保管理人员仅报告自愿离职人数，设计了第2个问题（本研究中没有使用过的问题）：“在过去的12个月中，单位大约有多少员工被非自愿地解雇或留下？”此外，还问到第3个问题：“在过去的12个月中，单位雇用的平均员工人数是多少？”然后将第1个问题的自愿离职人数除以第3个问题的平均员工数量就构成了总体自愿离职的测量。

由于自愿离职是按比例构建的，违反了OLS回归的重要假设，而通过采用变量的自然对数进行转换是比率变量处理中常见且被广为接受的补救措施[52]，因此本文在自愿离职变量中加上1.0并采用了自然对数方式。

3.2.4 调节变量——企业所有权
企业所有权被编码为二分变量（0=私营企业；1=国有企业）。含潜变量的调节效应模型通常只考虑两种情形：一是调节变量是类别变量，自变量是潜变量；二是调节变量和自变量都是潜变量。当调节变量为类别变量时，采用分组结构方程分析即可[53]。本研究中的调节变量为类别变量，所以可以将私营企业组和国有企业组进行分组分析来研究其调节效应。

3.2.5 控制变量——企业规模
我们控制企业规模，因为研究表明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成长，他们有更多的可用资源投入到人事职能中，这可能反过来影响他们对某些人力资源实践的应用。例如，使用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会为每个员工带来更高的劳动力成本，这对于小企业来讲可能无法承受[29]；然而，在较大的企业中，这些成本将被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带来的企业收益抵消，使得他们更有可能使用这种做法，因为每个员工的人力资源成本相对较低[54]。本研究中，组织规模是以每个组织的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3.3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中独立变量和因变量的数据来自相同的受访者，这可能引入了共同的方法偏差，我们在方法和统计上控制了这种偏见误差：
（1）采取措施保护受访者的匿名性并抵消项目的顺序。

（2）在每个企业发放两份问卷，第一份问卷主要测量因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由高级人力资源主管填答；第二份问卷主要测量自变量——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由核心科技人才核心知识员工？填答。

（3）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测试了常见方法偏差问题，包括使用问卷的所有项目对主要成分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55]，结果得到了几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69.165％。其中，第一个因素没有解释超过总方差的一半（25.628％），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似乎没有出现常见的方法偏差问题[56]。
4  研究结果

4.1  变量分析
样本所有变量之间的描述性统计、可靠性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部分变量间的相关性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具体而言，感知组织绩效与员工自愿离职、组织规模、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的关联性较强，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员工自愿离职的关联性较强。【表已清晰表示相关关系，不必赘述具体数值】
表1  样本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1.员工自愿离职
	1.930
	1.220
	1.000
	
	
	

	2.公司规模（自然对数）
	4.980
	1.570
	 0.156**
	1.000
	
	

	3.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
	3.660
	0.540
	-0.190**
	-0.015
	1.000
	

	4.感知组织绩效
	3.290
	0.570
	-0.154**
	 0.119*
	 0.224**
	1.000


注：1）* p < 0.05；2） ** p <0 .01。

4.2  科技企业感知绩效的影响机制检验

4.2.1 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感知组织绩效的直接和中介关系

为了检验H1～H4，本文遵循了Baron等[57]和Kenny[58]建议的程序。
（1）检验H1，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被回归到组织绩效，所有自变量的平均方差膨胀因子得分没有超过3.69的指标，表明统计结果不太可能被多重共线性扭曲[59]。从表2中可以看出，控制变量解释了组织绩效差异的1.1％（模型1），F检验统计量1）变化表明组织规模对组织绩效的差异作出了显著贡献；在第二步检验中，模型变量能够解释组织绩效变化的额外5.1％（R2变化=0.051，F变化=17.723，P<0.001）。因此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β=0.225，P<0.001）与组织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支持H1。

表2  样本中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对组织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
	预测变量
	模型1 标准化的β系数
	模型2 标准化的β系数

	1.控制变量:组织规模
	 0.119*
	0.122*

	2.自变量: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
	
	 0.225***

	R2
	0.014
	0.065

	调整的R2
	0.011
	0.059

	R2变化
	0.014
	0.051

	F变化
	4.676*
	17.723***


注：1）N=329；2）*、**、***分别为P<0.05、P<0.01、P<0.001。下同。

（2）检验H2，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被回归到对自愿离职的影响，所有自变量的平均方差膨胀因子得分没有超过3.69的指标，表明统计结果不太可能被多重共线性扭曲。从表3中可以看出，控制变量解释了自愿离职差异的2.1％（模型3）且模型显著（F变化= 8.114，P<0.01），表明组织规模对自愿离职的差异作出显著贡献；在第二步检验中，模型变量能够解释自愿离职变化的额外3.5％（R2变化=0.035），并且模型关系显著（F变化= 12.207，P < 0.001）。因此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自愿离职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β= -0.188，P<0 .001），支持H2。

表3  样本中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对自愿离职影响的回归结果
	预测变量
	模型3 标准化的β系数
	模型4 标准化的β系数

	1.控制变量:组织规模
	 0.156**
	 0.153**

	2.自变量: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
	
	-0.188***

	R2
	0.024
	0.059

	调整的R2
	0.021
	0.054

	R2变化
	0.024
	0.035

	F变化
	 8.114**
	 12.207***


（3）检验H3，自愿离职被回归到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所有自变量的平均方差膨胀因子得分没有超过3.69的指标，表明统计结果不太可能被多重共线性扭曲。从表4中可以看出，控制变量解释了组织绩效差异的1.1％（模型1）且模型显著（F变化= 4.676，P<0.05），组织规模对组织绩效的差异作出显著贡献；在第二步检验中，模型变量能够解释组织绩效变化的额外3.1％（R2变化=0.031），并且模型关系显著（F变化=10.453，P<0 .001）。因此自愿离职与组织绩效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β=-0.177，P<0.001）此，支持H3。

表4  样本中自愿离职对组织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
	预测变量
	模型1标准化的β系数
	模型5标准化的β系数

	1.控制变量:组织规模
	 0.119*
	 0.146**

	2.自变量:自愿离职
	
	-0.177***

	R2
	0.014
	0.045

	调整的R2
	0.011
	0.039

	R2变化
	0.014
	0.031

	F变化
	 4.676**
	10.453***


（4）检验H4。如表5所示，当自愿离职变量增加到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和感知组织绩效关系模型时，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的β权重会降低，并且相关程度从P<0.001水平降低到P<0.01水平；此外，模型的R2显著增加了1.8％。同时，前述研究已经证实H1、H2、H3，表明自愿离职能够满足中介条件，可见员工自愿离职在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和感知组织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因此，H4得到部分支持。
表5  样本中自愿离职中介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2标准化的β系数
	模型5 标准化的β系数
	模型6标准化的β系数

	1.控制变量:组织规模
	0.122*
	 0.146**
	 0.143**

	2.自变量: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
	 0.225***
	
	 0.199**

	3.中介变量:自愿离职
	
	-0.177***
	-0.139*

	R2
	0.065
	0.045
	 0.083

	调整的R2
	0.059
	0.039
	 0.075

	R2变化
	0.065
	0.031
	 0.018

	F变化
	11.319***
	10.453***
	 6.424*


4.2.2 所有制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更好地研究企业所有制类型对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自愿离职和感知组织绩效关系的调节机制，本文对A、B两组进行分组结构方程分析，对中介作用模型每一路径的调节效应分别进行检验[53]，结果分别如表6和图2所示。具体而言：（1）企业所有制类型负向调节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感知组织绩效的正向关系，部分证实H5a，国有企业的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对感知组织绩效的正向影响比私营企业要弱，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显著。（2）企业所有制类型正向显著调节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自愿离职的负向关系，证实H5b，国有企业的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对自愿离职的负向影响比私营企业显著要弱。（3）企业所有制类型对自愿离职与感知组织绩效负向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显著，H5c未被证实。

表6  样本中企业所有制类型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
	影响路径
	约束条件
	结构权重等值模型比较（P）
	路径系数
	调节效应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系数差异
	

	
	
	
	（A）
	（B）
	（A-B）
	

	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X）→
组织绩效（Y）
	ρXY_A=ρXY_B
	0.285
	 0.179*
	 0.264***
	-0.085
	负向调节但不显著

	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X）→
自愿离职（M）
	ρXM_A=ρXM_B
	0.021
	-0.049
	-0.297***
	 0.248
	正向显著调节

	自愿离职（M）→组织绩效（Y）
	ρMY_A=ρMY_B
	0.917
	-0.169*
	-0.139*
	-0.030
	负向调节但不显著


注： 1）ρXM为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到自愿离职的路径系数；2）ρMY为自愿离职到感知组织绩效的路径系数；3）ρXY为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到感知组织绩效的路径系数。
总体来看，较高的员工价值使得提高动力人力资源实践对感知创新绩效的影响加强（总影响效应A=0.935，总影响效应B=0.683），提高动力人力资源实践与感知创新绩效的契合度增强；同时，尽管员工价值对知识交换与感知创新绩效正向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但从模型比较结果看，知识交换对感知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性减弱，意味着感知创新绩效受知识交换的干扰减小，H4被证实。


（a）国有企业组                                              （b）私营企业组

图2  样本中企业所有制类型的调节效应
5  讨论与分析

本研究的目的是阐述和检验一个更详细的模型，说明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如何通过员工自愿离职影响感知组织绩效，重点考察了感知组织绩效影响机制中员工自愿离职的中介作用与企业所有制类型的调节效应。

5.1 理论发现与贡献
本文的主要理论发现和可能的贡献具体体现为以下3个方面：
（1）在科技企业背景下研究了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感知组织绩效关系的中介机制。我们发现，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科技企业的组织绩效相关，表明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同样适用于高科技类型组织；同时，员工自愿离职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组织绩效，这说明高科技企业的员工自愿离职行为在组织竞争优势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我们发现，员工自愿离职部分地中介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企业感知到绩效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看，我们的研究结果与社会交换理论是一致的，当企业通过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投资于员工时，员工会通过付出更多努力来获取回报，更加愿意保留在企业努力工作。具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员工所在组织表现出更高水平的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时，员工更有可能提供更高水平的自愿保留率。这些发现部分支持本文提出的H1、H2、H3和H4。总体而言，本研究中发现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对中国背景下科技企业组织绩效的积极影响，与现有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一致，展示了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在亚洲地区的有效性[60]，是对已有文献是一种补充，以自愿离职为中介变量深入研究了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对科技企业组织绩效的中介影响机制。

（2）在科技企业背景下质疑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的普遍主义理论。本研究考虑到不同所有制企业所拥有资源和竞争优势的差异，评估了在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中均等投资是否会影响感知组织绩效。总体而言，我们的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所有制企业拥有的竞争优势不同，这会调节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自愿离职行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政府支持及其提供的资源，拥有更强的资源竞争优势，国有企业的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离职行为的影响远小于私营企业。因此，在私营企业，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似乎通过员工的自愿离职行为对科技企业绩效产生负向而显著的影响，但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这种中介影响机制变得较弱，更多的是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对科技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作用。未来的研究应该密切关注组织环境等权变变量，而不是简单地假设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将对全部的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绩效作出同等贡献。这些研究发现部分支持本文提出的H5。

（3）使用独特的设计来检验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据我们所知，本研究是首次在科技企业研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之一。我们相信，我们的设计虽然不经常使用，但这是本研究的一个优势，因为它更接近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使用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是否均等影响组织绩效进行的公平测试，研究人员不应该假设这些实践可以普遍使用，而是应该测量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以更充分地检测到影响这些人力资源实践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特殊机制。
5.2 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发现为科技企业的管理人员提供了一些实际意义，特别是对那些正在考虑如何更好地将其资源投入到员工的管理者更有价值。
（1）本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员工自愿离职率很高，组织可以考虑实施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我们的结果支持现有的社会交换理论，即当员工认为自己的组织通过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投资时，他们更有可能以更高水平的自愿保留率作出回应。此外，对科技企业的一线员工的投资可能会为组织带来更重要的组织绩效回报，因为我们发现员工自愿离职负向而显著地影响组织绩效，当员工自愿保留在企业时，员工绩效越好，客户可能会感受到更高的创新产品。我们的调查结果证明，这些人力资源实践确实与企业内科技人才更高的保留率有关。因此，如果企业发现目前的员工自愿离职率很高，则应该考虑使用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做法。

（2）我们的调查结果可能会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供进一步的有趣见解。基于资源理论，与国有企业相比，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对私营企业更为重要。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私营科技企业对员工进行人力资源投资的组织绩效回报比国有企业的要高，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私营企业可以优先考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便获得最大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

5.3 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本研究具有上述理论和实践的可能贡献，但与其他研究一样，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完善。
（1）本研究是在中国科技企业的背景下进行，这可能会限制我们将结论推广到中国以外的其他背景，因此，期望未来的研究能够在其他文化背景下验证我们的研究结果。
（2）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替代方案可以中介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与科技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模型中仅包括员工行为的一个中介变量（即员工自愿离职），未来的研究可以研究其他中介变量，尤其是基于情感的机制，例如情绪和信任，以便指明此研究领域中具有更好成效的理论方向。
（3）本研究将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但是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的不同维度可能与自愿离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所差异，因此未来可以将高承诺人力资源实践不同维度的单独使用效果进行研究，比较其影响效果异同。

注释：

1)F检验统计量=组间方差/组内方差，说明组间的差异不仅要看组间的波动，还要看组内的波动，如果组内波动太大的话，很可能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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